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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制度改革、官员治理体制与

中国转型经济发展研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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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欠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若干增长条件，依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归

因于中国上层特殊的政治体制安排。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中国分权制度改革和官员

治理体制对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以期较为全面地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

果和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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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随着最后一船来自美国的大

豆在中国大连港口靠岸，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如何

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十分重要

的实践和研究的课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近

３０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于２０１０年跻身并一直维

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其

可以与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抗衡。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一直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

的若干条件方面比较薄弱，如自然资源禀赋、物质条

件、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创新能力等，这不禁使人发

问：中国“非常规”的经济增长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以Ｎｏｒｔｈ（１９７１，１９８１，１９９０）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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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制度层面给出了答案。物质积累、人力资本储

备及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国的制度安

排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９７）认为

政府体制转型是经济转型的核心。Ｌｉ（１９９８）认为官

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更根本的因

素。Ｊｉｎ，Ｑｉａｎ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５）认为中国地方政

府的强激励来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央政府实施的

行政分权和以财政包干为主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

然而，分权制度改革并不足以构成激励中国地方政

府发展经济的最为基本和长期的源泉。中国政治体

制内部的官员治理特征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

保障。中国的官员治理包括显性的“晋升锦标赛”治

理和隐性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ＧＤＰ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

标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周黎安，２００７）。

与之相配合的官员任期、异地交流和更替等干部人

事管理制度作为一种隐性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晋升锦标赛”显性治理的不足，共同推动中国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

然而，分权制度改革和官员治理在使中国经济

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引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

腐败横行、市场分割和环境污染等。因此，本文试图

从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视角，深入考察国内外关

于中国分权制度改革、“晋升锦标赛”和干部人事管

理制度安排等这些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

的研究成果和进展，从本质上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发

展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当前和未来中

国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１　分权制度改革与转型经济发展

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面临着极其高昂的成

本，分权是大国治理必须采取的模式。中央政府对

地方政府的放权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行政分权

和８０年代初的财政分权。行政分权是指地方政府

拥有相对自主的决策权；财政分权是指实施财政包

干合同，中央与地方分享财政收入，中央财政用于国

防外交等职能部门的运转，地方财政承担地方公共

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中国的分权制度改革对转型期

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行政权力

下放，特别是投资审批、对外贸易等经济管理权力的

下放使得管制层级降低、管制机关变少，提高了行政

效率，降低了地方向上级政府寻租的成本。此外，地

方政府因地制宜不需再请示上级政府，有利于提升

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其次，财政分权改革使地方

政府成为“剩余索取者”（ＱｉａｎａｎｄＸｕ，１９９３），财政

收入越高，地方的留存就越多，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有

极大的动力发展经济（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Ｑｉａｎ

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Ｑｉａｎａｎｄ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

由图１可知，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绝对值持续增加，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７８．７亿元增长

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２７１２２亿元，４０年时间增长了接近

２２４倍。此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分权制度改

革之后的最初几年持续升高，直到２０００年才逐步回

落到分权制度改革之初的增长率。大量国内外文献

也支持我国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Ｑｉａｎａｎｄ

Ｘｕ，１９９３；Ｓｈｉｒｋ，１９９３；Ｌｉｎ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０；Ｑｉａｎ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Ｑｉａｎａｎｄ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Ｘｕａｎｄ

Ｚ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８；陈抗等，２００２；Ｊｉｎ，Ｑｉａｎａｎｄ Ｗｅｉｎ

ｇａｓｔ，２００５；张晏和龚六堂，２００５；史宇鹏和周黎安，

２００７）。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度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

然而，分权制度改革也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使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问题（沈立人、戴园晨，１９９０；

吴敬琏，２００３）。纵向来看，分权缩短了政府与社会

的信息距离，却拉大了政府间的信息距离，从而加大

了中央监督的难度（Ｒｏｄｄｅｎ，２００２）。下放的投资审

批等经济权力虽然减少了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寻租

的成本，但也可能被地方政府滥用，激发地方政府向

企业设租的动力（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３）。横向

来看，在我国威权体制下，政府间的信息传导以“上

下流动”为主，“左右流动”不足，分权强化了地方观

念和利益。地方政府从经济活动管理者转变为经济

活动的参与主体，不惜千方百计发展地方经济以增

加地方财政收入，甚至不顾国家规划和区域分工的

原则，盲目生产、重复建设，变为相对独立的“诸侯经

济”。地方政府间合作渠道并不通畅，国内产品市场

分割状况日趋严重（沈立人和戴园晨，１９９０；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Ｚｏｕ，１９９８；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银温泉和才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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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白重恩等，２００４）。

在新形势下，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外部风

险不断增加，中国的经济增长遇到一些新的挑战。

因此，如何重新审视和安排分权制度显得十分重要。

２　官员治理体制与转型经济发展

分权并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

励，分权给予地方官员的激励归根到底要由具体的

官员治理体制来界定。在中国，中央对地方官员的

治理包含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２）。显

性治理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ＧＤＰ政绩考核为

主（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隐性治理则包括任期控制、

官员交流和异地任职等，旨在防止官员腐败和不忠

等难以监督的事项。王贤彬和徐现祥（２００８）研究发

现，中央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绩效晋升地方官员，而

是因类而异。对于从中央交流到地方上的省长、省

委书记而言，是“培养与使用结合”，是否会被重新调

回中央，并不一定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绩效，而对于非

从中央交流到地方的省长、省委书记而言，是否会晋

升到中央则需要良好的经济绩效。

２．１　“晋升锦标赛”的显性激励

“晋升锦标赛”是理解分权激励地方政府的重要

影响渠道（张晏和龚六堂，２００５；王永钦、张晏、章元、

陈钊、陆铭，２００６）。周黎安（２００７）认为“晋升锦标

赛”至少需要五个前提才能发挥效力：第一，上级政

府的人事权力必须是集中的，可以决定一定的晋升

和提拔标准，并根据下级政府官员的绩效决定其升

迁；第二，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角度看都可衡

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如ＧＤＰ增长率、财政收入、

出口创汇量等；第三，各参赛主体即政府官员的“竞

赛成绩”是相对可分离和可比较的；第四，参赛的政府

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绩效，即

被考核的指标与参赛人的努力之间存在足够大的关

联；第五，参与人之间不易形成合谋。中国地方官员

围绕ＧＤＰ“晋升锦标赛”的激励效应逐层放大，成为中

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有助于转型初期的

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运用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省级数据验证了地方官员晋升概率与

省份ＧＤＰ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中央在考核地方官

员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

效考核误差，增加其可能的激励效果。

然而，“晋升锦标赛”的重要弊端是导致官员的

政治竞争转化成为了政治收益而不计经济成本的恶

性经济竞争（周黎安，２００４），造成资源过度消耗、地

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忽视科教文卫投

资、环境恶化、收入分配不公和政府职能错位等一系

列扭曲性后果，导致中国政府职能和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型变得困难重重（周黎安，２００７；丁菊红、邓可

斌，２００８；陈健，２００８）。周黎安（２００４）明确指出嵌入

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是导致地方官员合作

困难的根源。此外，“晋升锦标赛”导致地方官员施

政考虑严重短视化，只关心自己任期内辖区的短期

经济增长。

２．２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隐性激励

与“晋升锦标赛”的显性治理不同，干部人事制

度安排作为一种隐性治理，包含官员任职来源、交

流、任期、去向等方面，涉及内容更全面且治理更具

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晋升锦标赛”的不足。

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２．２．１　官员来源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

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选拔干部，各地企

业中拥有大学学历的领导干部被选拔充任地方官

员，以改善地方官员结构、加快干部知识化步伐，并

向经济工作倾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张尔升

（２０１０）构造了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我国省委书记、省长与

其省份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面板数据，从个人层面考

察企业背景的省委书记、省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绩

效。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区

域经济增长是弱负效应，引入控制变量后呈弱正效

应，其影响在０．２个百分点之内。１９９２年以后，来

自企业的地方官员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了

０．８个左右的百分点，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于推

进产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此外，我国还存在一种特殊背景的“京官”，其被

中央调任到地方存在很强的过渡性质，更多是为了

历练或解决某些专门问题，如山西煤矿生产安全等

（杨海生等，２０１０）。中央调任到地方的官员与中央

关系密切且更了解中央意图，其个人晋升更多地取

决于其他而非“晋升锦标赛”。王贤彬和徐现祥

（２００８）从来源的角度看，平均而言，来自中央部委的

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处于低水平。

从离任后去向的角度看，平均而言，调任中央的省

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绩效并未占有优势，主要表

现为，来自中央、离任后调入中央的省长、省委书记

的经济增长绩效显著地低。

２．２．２　官员任期

官员任期作为官员治理中最制度化也最具普适

性的模式，是影响官员执政行为及努力程度的重要

因素。我们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员任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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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历程，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知，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官员任期制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改革，逐步

对官员的任职年龄和任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参照

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度量省委书记任期的做法（即如

果官员在１—６月上任，则当年记为其任期第一年；

如果在７—１２月上任，则下一年记为任期第一年；并

合并计算担任省长再升任省委书记的任期）。我们

绘制了省委书记任期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图，见

图２。由图２可知，省委书记任期与国内生产总值

的拟合线总体上呈倒Ｕ型。

表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员任期制度变迁历程

年份 制度内容

官员

任期

制度

１９８０ 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要实现“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１９８２
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省部级干部任职不能超过６５岁，制定老干部离休、退

休和退居二线制度，同时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２００６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５年，在任期内应当保持

稳定，任满一个任期。此外，规定官员在同一层次职务的任期不能超过１５年

图２　省委书记任期与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省委书记任期数据来

自手工整理

任期制度对于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政治经济周

期理论认为，面对任期约束的官员往往会策略性规

划其政治生涯，以极大化其“任职回报”（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１９７５）。如果官员在某一职位任职时间过长或面临

年龄限制而即将终结任期，就会改变目标函数和决

策方式，弱化激励水平；如果官员预期的任职时间仅

是短暂的或过渡性的，那么官员会采取短视行为（张

军和高远，２００７）。Ｂｕｃｈａｎａｎ和Ｃｏｎｇｌｅｔｏｎ（１９９４）则

发现当官员认为其会留任时，倾向于偏离选民的偏

好。Ｇａｒｃｉａ．Ｖｅｇ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通过西班牙１７个地区

的数据发现任期与经济发展呈非线性关系。国内文

献研究发现官员任期与地方经济增长（张军和高远，

２００７；王贤彬和徐现祥，２００８）、地方民生投入（罗党

论，佘国满和邓可斌，２０１５）、城市商业银行贷款（钱

先航、曹廷求和李维安，２０１１）、地区信贷投放和投

资周期（谭之博和周黎安，２０１５）、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曹春方、马连福和沈小秀，２０１４）、地方国企捐赠（曹

春方和傅超，２０１５）和企业研发投入（李后建和张宗

益，２０１４）等均呈倒Ｕ型关系。

２．２．３　官员异地交流

官员任职回避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产

物。表２中我们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员异地

交流制度变迁历程。由表２可知，我国官员异地交

流制度大致经历了４次改革。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颁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旨

在推进干部交流工作，进一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官员异地交流存在明显

的制度优势。第一，官员异地交流使地方官员摆

脱或者削弱原有社会关系的束缚，利于更好地执

行中央政策，且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陈绪群和

赵立群，１９９６；王琳森，２００９）。第二，官员异地交

流利于促进地区之间的交融与合作，逐步实现资

源共享和经验交流，从而缓解市场分割带来的资

源低效配置。刘本义（１９９８）认为东部地区的官员

到西部任职能引入东部经济发展的经验。第三，

异地交流有利于中央解决信息不完全的问题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２），被异地交流的继任官员在逐步了

解地方实际情况后向中央传递全新的当地信息，

可揭露前任可能会向中央隐瞒的不利信息。

表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变迁历程

年份 制度内容

官员异地

交流制度

１９９０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官员异地任职（官方文件称之为“官员交流”）

被正式作为制度而加以执行

１９９４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认真推行领导干部交流制度，加大省部级干部交流的力度，继续推进地市县

级干部交流

１９９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

２００６ 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此前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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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照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度量省委书记任期

异地交流的做法（即如果省委书记属于中央或外省

调入的，则赋值为１；若从本省直接升任，则为０，绘

制了省委书记异地交流与国内生产总值图（见图

３）。由图３可粗略地得知，省委书记异地交流会提

高国内生产总值。大量实证研究也支持官员交流效

应，即官员异地交流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徐现祥、

王贤彬和舒元，２００７；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反腐败（陈

刚和李树，２０１２）和市场一体化进程（魏建和王安，

２０１６）等。徐现祥、王贤彬和舒元 （２００７）基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

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从地方官

员交流的角度考察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

响。研究发现，我国存在正的省长交流效应。整体

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

１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

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

业发展取向实现的。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亦证实官

员交流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陈刚和李树（２０１２）

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交流样

本，首次系统评估了官员交流的反腐败效应。结

果发现：官员交流显著降低了流入地的腐败程度；

同时，官员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反腐败绩效并

没有显著的差异，但省长交流的反腐败绩效要优

于省委书记交流。此外，官员任期与腐败程度之

间存在 Ｕ型的曲线关系。

图３　省委书记异地交流与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省委书记异地交流数

据来自手工整理

然而，官员异地交流很可能造成官员短视，往往

把交流到另一地区的任职看成是过渡性任期（顾万

勇，２００６）。此外，被异地交流的官员任职初期可能

不熟悉当地环境而难以提高工作效率，损害当地经

济增长。因此，官员异地交流这一做法也要审慎运

用，不可盲目。

２．２．４　官员更替

官员的任期制度和异地交流制度决定了我国官

员更替成为一种常态。官员更替所引发的政治不确

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是政治影响经济决策的重要

途径。西方文献大多研究政治选举引发的不确定性

对宏 观 经 济 和 微 观 企 业 的 影 响 （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１；

Ａｌｅｓｉｎａａｎｄ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４；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５；

ＪｕｌｉｏａｎｄＹｏｏｋ，２０１２；Ｌｉｕ，２０１０；Ｄｕｒｎｅｖ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在宏观经济方面，Ｂｉａｋｏｗｓｋｉ，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ａｎｄＷｉｓｎｉｅｗｓｋｉ（２００８）对 ＯＥＣＤ２７个国家的研究

表明，政府选举与股票市场波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而这一关系在美国股票市场中也得到了验证

（Ｇｅｍｍｉｌｌ，１９９２ ；ＬｉａｎｄＢｏｒｎ，２００６）。Ｊｕｌｉｏａｎｄ

Ｙｏｏｋ（２０１１）考察了选举对于跨国资本流动的影响，

表明当美国或目的地国家大选时，由美国公司流向

国外附属公司的 ＦＤＩ会显著下降。ＧａｏａｎｄＱｉ

（２０１２）则研究了政治不确定性对美国市政债券市场

的影响，发现由于市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在选

举年发行债券的成本平均要比非选举年高７～８个

基点。在企业微观方面，Ｄｕｒｎｅｖ（２０１１）和Ｊｕｌｉｏａｎｄ

Ｙｏｏｋ（２０１２）检验了一国选举所导致的政治不确定

性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Ｄｕｒｎｅｖ（２０１１）发现相对

于非选举年，公司在选举年的投资股价敏感度要低

４０％；ＪｕｌｉｏａｎｄＹｏｏｋ（２０１２）对４８个国家的研究也

发现，公司在选举年份的投资支出平均要比非选举

年少４．８％；Ｂｏｕｔｃｈｋ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则考察了政治

风险对政治敏感行业公司回报波动的作用，表明当

政治风险较大时，那些政治敏感行业公司会有更大

的回报波动。

我国分权改革赋予了地方官员较大的权力去自

主发展地方经济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Ｌｉ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傅勇、张晏，２００７；周黎安，２００７；Ｘｕ，

２０１１）。官员更替往往伴随着已有政策的中断和新

政策的推行，是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会影

响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企业行为。

在宏观经济方面，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确定

性使中国经济呈螺旋式增长态势。王贤彬、徐现祥

和李郇（２００９）以１９７９—２００６年我国２９个省区的官

员更替数据为对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省长、省委

书记更替主要负面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

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杨海生、才国伟和李泽槟

（２０１５）以地级市官员变更比例度量政策不连续性，

研究发现新任市长为快速做出政绩，短期内会实施

大量新政，致使政府消费扩大、财政赤字扩张，导致

财政效率损失，尤其是地级市市长变更。每有一位

市长更替，该省份财政效率下降约０．１５个百分点。

市长任期对财政效率有Ｕ型影响，新市长上任１年

内换届过渡时政策不连续最明显，官员任期对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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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产生负面影响，１年后地方财政效率逐步回升。

罗党论和余国满（２０１５）通过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

省级、地级市发债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由官员更替

引发的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城市的发债概率，并缩

小发债规模，提高城投债的发债风险，增加发债成

本。当变更引发的不确定性程度更高或当城市面临

更大的偿债压力时，官员更替对发债成本的影响更

加显著。

在微观企业方面，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

性影响企业投资支出（陈艳艳和罗党论，２０１２；徐业

坤、钱先航和李维安，２０１３；曹春方，２０１３）、风险承担

（钱先航和徐业坤，２０１４）、银行信贷（雷光勇、王文忠

和邱保印，２０１５）和 Ｒ＆Ｄ 支出（何山和李后建，

２０１４；李后健，２０１６）等各方面。陈艳艳和罗党论

（２０１２）借用地方城市市长更替视角，考察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２７７个地区的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企业投

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官员更替导致辖

区企业的投资支出增加，投资效率下降；官员更替

频率越高，辖区内企业投资波动率也越高。钱先

航和徐业坤（２０１４）基于官员更替的视角，采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民营上市公司样本，考察市委书记

更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民营企业家政治身

份的作用。结果表明，相比非更替年份，官员更替

年份企业的风险承担更大，且这种作用不会提前

或滞后。此外，官员更替将冲击已有政企利益联

盟，在新任官员上任之初，围绕前任官员建立起来

的人情关系网已经断裂（陈刚和李树，２０１２），这会

影响官员更替地区的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等“政治

献金”（戴亦一、潘越和冯舒，２０１４；贾明、向翼和张

?，２０１５）或非正常更换高管（潘越、宁博和肖金

利，２０１５）等方式重建政商关系。潘越，宁博和肖

金利（２０１５）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沪深两市的地方国

有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更替导致

市委直管国有企业的高管发生非正常变更的可能

性显著增加。

２．２．５　官员人口学特征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作为一种隐性的官员治理方

式，有很大的弹性来扩充其内容。近年来，虽然没

有明文对官员的年龄和学历背景做出规定，但我

国省部级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且文科居多。由

图４和图５可知，我国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趋于老

龄化，但是省委书记的学历逐步提升。２００６年及

以后不再有专科及以下学历背景的省委书记，学

士背景的省委书记逐年减少，硕士和博士背景的

省委书记逐年增加。

图４　省委书记平均年龄年度分布

省委书记年龄数据来自手工整理

图５　省委书记学历背景年度分布

省委书记学历背景数据来自手工整理

官员所面临的同质化政治激励，会因其个体禀

赋而异。官员的个人特性对于解释经济增长有显著

的意义（Ｌ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６；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２００５）。

近年来关于官员年龄、籍贯、学历等人口特征的文献

逐步兴起。纪志宏等（２０１４）发现，银行信贷规模、信

贷质量与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年龄呈倒Ｕ型关系，信

贷规模峰值出现在地方官员５４岁左右。曹春方和

马连福（２０１２）以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Ａ股发生募资变更

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

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概率越高；随着任

期的增加，募资变更概率呈现倒 Ｕ型变化；官员年

龄越小或学历越低的官员任期接近４年时，募资变

更的概率更大。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研究发现在都是

异地交流干部的属性下，本省籍的官员总体上比非

本省籍官员的经济业绩高一些，尤其对于东部地区

的官员。Ｂｅｓ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采用１８７５—２００４年

全球超过１０００位领导人的数据，研究发现领导人的

受教育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快。Ｄｒｅｈｅｒ等（２００９）

也通过７２个国家的样本证实政府领导人的专业背

景及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本国市场化改革的实施。

３　结论与展望

基于以上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探析中国分权

制度改革和官员治理体制对中国转型经济发展的重

要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分权制度改革赋予了官

员发展地方经济的原动力，但分权易导致地方政府

各自为政，“诸侯经济”分隔市场一体化。中国特色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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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员治理体制是分权激励地方官员发展当地经济

的重要保障。官员“晋升锦标赛”作为一把双刃剑，

激励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引入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的

问题。包含官员任期、异地交流、更替等的干部人事

治理作为一种隐性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晋升

锦标赛”的不足，最大程度上激励了官员发展当地经

济。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国内官员短

视、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市场分割和环境污染，

国际间贸易摩擦不断和外部风险加剧等问题与挑

战。特别是，目前在面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甚

至有可能演变成贸易战的形势下，我国应如何维持、

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我国当前的官员

治理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可

能需要在以下方面不断完善分权制度改革和官员治

理体系，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在分权制度改革方面，一方面，应不断优化中央

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减轻中央与地方财政在事

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等方面的

问题。例如，针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问题，应结合

财政支出的类型来平衡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义

务教育和住房保障等地方激励不足的部分，由中央

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等地方

激励充分的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针对收入划分问

题，营改增取消了营业税，使地方政府只能依赖增值

税和所得税来保障财政收入，这会进一步激励地方

政府招商引资扩大重工业生产，产业转型困难、产能

过剩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将进一步加剧。未来可能需

要优化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中央与地方分享比

例。针对转移支付问题，应不断降低中央与地方的

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财政

资源错配现象。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处理上，应引导地方政府不断合作，打破市场分割分

享规模经济，或者在行政边界等地域协同处理环境

污染以降低各自的财政支出等。

在官员治理体系方面，首先，需要改变考核地方

官员的指标体系，由一种比较单一的增长指标变成

更具综合性的指标体系，需要纳入环境质量及相关

要素，如绿色ＧＤＰ指标，以尽量减少地方官员的努

力配置扭曲。其次，适当增加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上级政府考察地方官员所需的

信息成本和设计指标的困难，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对

“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依赖。最后，不断完善干部人

事管理制度，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

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创造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

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

配置。

十九大以来，政府确实在上述方面有了一定的

改进，比如所倡导的绿色经济概念，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我们需要继续在这些方面吸取上述前人的

经验教训，以理论为指导，加大政府治理体制改革力

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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